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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约当代民族研究的
若干重要问题反思*

——迈向实践社会科学的视野

■ 谭同学

谭同学：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Tan Tongxue，National Centre for Border⁃
lands Ethnic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Yunnan University）
*本文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新时代边疆汉族社会转型与治理研究”

（项目编号：2019SY046）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提交第十七届开放时代论坛暨“实践社会

科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曾提请诸多师友讨论，感谢麻国庆、何明、吴重庆、

高朋、黄志辉、张亮等师友的指点，文责自负。

［内容提要］我国民族研究曾深受“阶级分析法”和“民族识别”的影响。这有其历史原

因，也有其成效。不过，“阶级分析法”被教条化后，严重制约了民族研究。其后，“文化

解释法”被广泛用于民族研究，也不乏成效。但是，民族研究因过于倚重此法，无法全面

涵盖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转型的实践经验，陷入了新的制约。由此，在新时

期，以透视实践经验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视角，应是民族研究值得探索的方向。

［关键词］民族研究 阶级分析 文化解释 实践社会科学

近年来，若干涉及民族因素的重要社会事实给我国民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

思的问题。知识界就此展开的讨论表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无疑是基本共识，但

在诸多重大议题上仍纷扰不清。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

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成了现实的关切①。麻国庆认为，这是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在

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忽视了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②。张小军

表示，它与“民族单义性”“民族问题化”有关③。范可尝试论证，这是因为“边疆范式”难

以契合当代族群互动的事实④。何明则指出，它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学科认同危机

和学术体制问题有关⑤。

本文将尝试指出，姑且不论当代民族研究是否已陷入“范式危机”⑥，它受到了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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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制约，应是无疑义的事实。并且，它并非现在才第一次受到较严重的制约，在 20
世纪 80年代也曾遭遇过。两次受制约的问题有显著的差别，但也有密切的关联。若要

更细致地考虑改进当前的民族研究，似乎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共同置放在更长时段的历

史视野下，进行对照分析，从而清晰地呈现学术脉络走向，以及有现实可能性的当代研

究视野转向。

一、国家转型、民族主义与阶级分析

不少研究者谈到当前的民族问题，会溯及20世纪中叶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围绕它

形成的一套研究视角、方法。这样追溯，当然有其道理。毕竟，当代民族问题和民族研

究不能说与此段历史无关。不过，民族识别本身也有其历史背景。只有被放置在更长

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时，它的前因后果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和公正的评价，

才能为当下朝前摸索找到更准确的路标。

在世界史进入“现代”之前，“民”以“族”分的现象并非不存在，但至少不比宗教、文

野、贵贱等界限更重要。“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与现代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观念上

源于中世纪晚期，实践上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缔结。此前欧洲大

大小小的封建主拥有世俗政权，宗教的区别显得非常重要，即便是战争，首要因素也不

是民族，而是宗教⑦。但是，随着欧洲争霸和殖民地争夺战日益激烈，民族和世俗国家观

念的重要性开始上升⑧。1618年至 1648年间欧洲异常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将这种趋

势推向高潮。“三十年战争”由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人反抗控制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

堡王朝开始，德意志地区的各个公国和法国、丹麦、瑞典、荷兰、英国、俄罗斯、西班牙、波

兰等国家纷纷卷入。连年战争使得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基于民族的国家利益比宗教

派别更为重要（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就支持波希米亚）。战争结果之一体现在《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中，就是“人民”“主权”等观念得到了各国承认⑨。此后，欧洲各国之间依然

战争不断，但战争阵营主要不再是宗教派别，而是基于民族的主权国家，从而坐实了这

种国家观念。与传统帝国认为领土、臣民均属于君主不同，在主权国家观念下，国家属

于人民，国与国有清晰的“边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边陲”⑩。后世西方学者常称这种现

代国家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笔者认为，此概念容易引发“一族一国”的误解

（而事实上，即使在西欧也并非一族一国），倒不如“主权国家”概念清晰且有国际法依

据。不过，不管用哪个概念，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其一，民族跟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变

成人群分别日益重要的标识，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现代事件；其二，欧洲

因相互残杀而形成现代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并不断强化了民族

主义。

欧洲的，也是现代世界的灾难之一，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虽确立了与民族主义紧

密缠绕的主权原则，却没有任何一个强国试图去尊重这一条约，尤其是他国主权。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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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从未停止过在全世界

范围内确立和维持霸权，瓜分其他国家的努力。它们建立起殖民秩序，给亚非拉国家带

来深重灾难。亚非拉国家在团结本国各族人民反抗西方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过程中，

也主动或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了现代民族主义。

以中国为例，19世纪末清王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

命者最开始采用的政治动员口号，仍是较狭窄的“反满”。1894年成立兴中会，宗旨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成立同盟会，其宣言表述依然是“驱除鞑虏……满政府

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在不断斗争中，革命者才逐步

认识到，仅靠反满并不能破解中国面临的危局。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在《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

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

主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应为“反帝”“反封”。此后，孙中山也主张

“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是这

一思想最忠实的践行者，它领导各族人民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实现了中华

民族独立自强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长期践行各民族平等、团结

一致对外的目标，最深刻的根据便是各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因为它所

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强调民族平等。尽管后一个原因并非不重要，但若仅有此

原因，就不能说明孙中山为何也强调这种民族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反帝、反封最重要的成果，首先当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而建国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则是1949年各民族、各党派形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明确写下了“各民族

一律平等”和“民族的区域自治”等一系列规定。这些原则性的条款当然不是直接用于

依据的具体民族政策，却比具体民族政策具有更根本、更实质性的意义。用于操作的具

体民族政策依赖于诸多具体的行政条件，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因地、因时制宜，但根本原

则不宜随意改变。

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制定各种用于操作的具体民族政策，来保证落实民族平

等、团结的根本原则，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民族政策的必要。若平等、团结不只是

停留在形式层面，在实质上当然就有必要对因自然、历史等原因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

族，给予倾斜性的优惠。进而，既然给予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首先必须识别谁是少数民

族。可如何判定一个人的族属呢？一方面是群众自我认同、自报为何民族的主观标准，

另一方面则有由识别专家操作的历史、语言等客观标准。在研究视野上，这产生的结

果之一，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研究队伍中以历史、语言研究者居多。从研究方法

上讲，主观、客观标准叠加起来（再加上不少具体从事民族调查、识别的专家还未必能准

确把握历史、语言标准），能否真正准确识别一个人的族属，当然是一个可以再争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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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是，必须注意，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即使有粗糙乃至识别不准的现象，也不能

证明没必要进行民族识别。

民族识别是为了落实针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以确保各民族在政治平等的

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事实平等。但是，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少数民族

成员的利益都与此目标一致。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社会当中居于上层，拥有

特权，靠剥削群众为生的人来说，利益将受到损害。在这种格局下，不管是要推行民族

优惠政策，还是维持少数民族地区起码的社会秩序，对国家而言就绕不开依靠谁、打击

谁的问题。由此，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民族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仅仅是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需要，而更是活生生的现实需要。

在微观层面上，阶级分析未必对每个人的阶级地位判断都精确无误。但是，从宏观

层面来看，它的确有效地帮助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每个民族中都找到了坚实的依靠力

量，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从国家历史形态比较来看，将国家权力渗透到每个民族的

基层社会，正是现代主权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新中国而言，尤其是在少数民族

地区，正是阶级分析为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若无阶级分析法，

不仅新中国建国纲领中关于民族平等的设置会变成空中楼阁，甚至根本就不会有一个

现代中国，而只能得到一个由各个民族特权集团控制其属民的封建政治体拼凑而成，形

式上统一的国家。

这样说，当然并非指阶级分析法在民族研究中是万能的。事实上，阶级分析教条

化、泛滥化，会给民族研究带来严重失误。当民族研究将阶级分析任意扩展成政治斗争

的工具，或粗俗化为简单进化论时，不仅无助于解决现实中的民族问题，甚至还会人为

制造出新的民族问题。例如，当农耕被简单地认为比游牧在生产方式上更“先进”时，不

顾生态、生产技术条件毁草开荒也就有了充足的“专业理由”；那些在日常生产和社会

管理中爱提意见或站出来为群众利益说实话的群众、干部、专家，则很容易被粗暴地定

性为“阶级敌人”；甚至于，身有残疾，曾克服惊人困难深入武陵山区调查的潘光旦，竟

因参与识别了土家族而被诬为分裂民族的“右派”。凡此种种都表明，教条化地滥用阶

级分析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已成为制约民族研究的主要问题。由此，其后调整研究视

野，让研究重新贴近社会实践，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此类民族研究在后期出现了严重教条化倾向，必

须被调整，但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来看，不可否定它曾取得巨大成就，更不可以历史

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识别。其实，即使从其同时代国际横向比较

来看，在研究视野上，它虽受到了苏联民族学体系影响，但与之并不真正相同，它们形成

的民族政策和后果亦不同。与其他接受了起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国家相

比较，它更是在根本制度上找准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脉搏”，为中国成为唯一成功从传

统国家转型为现代主权国家却未解体，从未侵略其他国家却迅速崛起的大国，奠定了重

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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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转型、民族问题与文化解释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进入 21世纪以来，市场作为配置国民经济要

素基础性手段的地位已经确立，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其他改革也在逐步深化。这一重大

社会转型过程既有“不充分”，也有“不平衡”的问题。不充分、不平衡的重大社会转型

过程，也对与民族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一部分

由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也常混杂着民族因素。

第一，它让经济平等变得更复杂。市场对于每个民族来说都不陌生，历史上中国各

民族都有不同层次的市场交换，但就以市场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

济”而言，却又是另一回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

一个从无到有，从知之不多到逐步深入的过程。一开始，人们假设市场经济在中国会“起

点”平等，“终点”相对平等，但是，从不同区域、民族、社会层级与领域来看，各自进入市

场经济的“起点”，如自然禀赋、产业结构、教育水平、营生能力等，客观上并不平等。

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的影响，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自然禀赋相对较差的西

部农村地区，其产业结构以农牧为主，附加值较低，教育水平也相对较低。此外，除了回

族本来就有较大比例人口从事工商业，从而对市场交换较为熟悉之外，其他绝大多数少

数民族人口在市场交换方面经验不足。这些因素使得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市

场经济当中营生能力相对较弱。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统一调配经济要素流动和

经济效益分配，能较大限度地控制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通俗言之，那

时不同区域、民族的状况是“大家都穷”。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手中直接控

制资源的比例下降，抑制不平衡的难度随即增加。

邓小平在论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时，也着

重强调了要避免贫富过于悬殊，否则贫富矛盾会使得“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

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由此，国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

民族地区）从税收、财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持续给予了倾斜性的扶持政策。2000
年，国家更是专门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快速改善，群众

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无奈历史积贫太重，自然条件和人

力资源等方面客观限制仍难瞬时改变，与东中部地区发展差距仍不小。

第二，它加剧了社会整合的复杂性。从社会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出

现了两个大趋势。其一，由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变成有着巨大规模（并在继续扩展）

流动人口的社会；其二，由相对比较平均的社会，变成社会分化快速和显著的社会。它

们给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有些方面也涉及民族因素。

传统上，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和熟悉民族工作的干部大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然

而，在当代，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也日益频繁（且主要是基于市场

机制流动经商、务工而来的“体制外”人员）。以改革开放先行地珠三角地区为例，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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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数民族人口不足5万人，很少有“体制外”人员，而今仅“体制外”少数民族人口就超

过250万人，约与宁夏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当。然而，这一群体并未迅即变为都市人、当

地人，他们在语言、生活习惯、社会组织方式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与珠三角原有主体民

族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在人群互动中，这些因素难免会造成一些隔阂、误会，甚

至冲突。其中某些误会与冲突，可能不恰当地被认为是民族冲突。另一方面，由于珠三

角地区的社会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尤其是基层社会管理人员，并未积累起足够的民族

宗教工作经验，结果在社会治理中往往捉襟见肘。

与人口流动相比，社会分化带来的问题更艰巨。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生计

方式多样化，以及不同人群所属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甚大，再加上市场经济本就具有让强

者获得更多机会的“马太效应”，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拉开了差距。从宏观上看，马戎

依据居民行业结构、职业结构，马忠才根据收入水平、职业地位等指标分析，认为不同

民族间出现了社会层级意义上的结构性差异。当然，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层同样也十分显

著，而且其阶层间的差距远甚于民族间的差距。如陈怀川、李静与王丽娟等人调查发现，

各民族成员在分层中呈散点而非集层分布，属于“民族内部分层”而非“民族分层”；吴

晓刚与宋曦的研究则表明，民族分层主要发生在“体制外”，“体制内”不同民族工作人员

收入则并无区别。不管如何，社会分层至少已经成为影响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它增加了政治治理的复杂性。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与社会复杂程度较低的

情况下，政治上较易施行“简约治理”。然而不充分、不平衡的社会转型，在急剧增加经

济社会多样化、复杂化程度的同时，也会给政治治理带来挑战。受种种因素影响，无论

是改革还是开放，在各民族、各领域都并非同时、同质地展开，其社会效应也复杂多样。

从政治治理角度来看，部分与民族因素相关的问题也就变得更为复杂。

在国际政治层面，与以往简单军事压制、经济封锁和意识形态指责不同，西方某些

国家针对日益开放的中国，总体上采取了面上有合作、底下更防范的战略。种种事实表

明，它们从未放弃过利用民族因素，或炮制所谓“民族问题”，削弱乃至分裂中国的企图，

但手法变得比数十年前复杂了很多。与此相对，我国对外策略和对内治理方针亦需从

多个方面入手，加以改进，实现治理转型。而且，我国经济腾飞后，经贸合作网络和国民

足迹也日益融入世界体系更深远之处。此外，作为中国主动寻求国际合作，同时也推动

中国经济、文化“走”出去的“一带一路”倡议，更为我们在国际层面处理好与民族因素有

关的政治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在国内政治层面，不充分、不平衡的转型一方面增强了不同党政部门、层级的利益

特征，另一方面还加大了基层政治参与的压力。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之后，基层财政一

直面临着比省、市级财政大得多的压力。相当一部分民族地区在财政上可以得到优惠

政策的照顾，财税征缴压力相对较小，但其财政依然紧张。基于“分灶吃饭”的逻辑，相

比于计划经济时代，转型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和不同部门在某些情况下更看重其自身的

局部利益。在“压力型体制”下，地方（尤其是基层）受到的压力更大。具体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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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层政治也一样，中央的优惠政策和涉及民族因素的其他政策在各地基层未必都能

同样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相反，它们常是不平衡的。此外，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高于参

与渠道顺畅程度，常会给政治本身带来压力。在国家引导、培育和社会自身转型的影

响下，我国民族地区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正快速提高，但在离其最近的基层，村民和社

区居民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水平仍亟须提高。

面对深刻且不充分、不平衡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民族研究的知识界显得有些

后知后觉。据笔者不太精确的统计，以民族研究领域相当重要的《民族研究》杂志为例，

1980年—1992年间四分之三以上的论文或田野调查报告，所用的理论框架仍是阶级分

析或简单进化论。1988年，童恩正曾极为简略地在介绍英语学界已有学者用人类学资

料纠正摩尔根的部分观点的基础上，援引恩格斯的原话做依据，极为谨慎、委婉地表示

不应“将唯物史观绝对化、公式化、简单化、标签化”。据笔者访谈几位经历过此时期的

学者所述，此文在民族研究领域竟曾引起轩然大波。

可以说，从总体来看，此时期民族研究仍在延续教条化的阶级分析和简单进化论，

与社会实践脱节，以至于后人带着新的学术眼光去挑选“优秀论文”时，竟然发现这一时

期没有多少论文值得辑录。在潘蛟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

中，收录此阶段的论文极少。在良警宇等人所编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献索引》

中，除去讨论人类学学科重建的文章之外，此时期的索引也明显单薄。

当然，当代民族研究视野的调整，虽然比社会实践变化慢了半拍，但终究还是发生

了。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教条化的阶级分析已开始弱化，甚至于，“民族”这

一概念本身也被认为过于“苏联化”，应由更具弹性的“族群”概念替代。除了集中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向之外，从总体来看，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资源转向了人类

学，尤其是美国学界所偏重的文化人类学。仍以《民族研究》杂志为例，1995年—2018
年，有近半数实证研究论文或田野调查报告聚焦于文化议题。“文化解释”的方法，被广

泛用来解释我国民族问题。

作为摆脱教条化的阶级分析制约的方法，“文化解释”式的民族研究在专业化程度

和理论水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可是，“文化解释法”并非“万能药”。一方面由于不充

分、不平衡的社会转型快于、复杂于研究视野的转向；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只是民族的一

个维度而远非它的全部，“文化解释法”的确还“不够好”。由此，“文化解释”式的民族研

究就摆脱教条化的阶级分析制约而言，是一次面向社会实践的转向，但这远不够彻底，

不够贴近实践的多维、多层问题域。它摆脱了一种对民族研究的制约，却也正由此生成

了一种新的制约。

三、视野转向、民族研究与实践透视

既然制约当前民族研究的诸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本就是因为过于偏重“文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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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而漠视不充分、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对民族问题影响的倾向，那么，摆脱

制约的方向显然不应是再进一步“文化化”。相反，强调实践社会科学的视角，似乎才是

对症之药。

当然，言及此处，有两点亟须重点强调：其一，强调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量在民族问

题中的重要性，不是也不能回到用“阶级”解释一切民族现象的老路；其二，强调实践社

会科学的视角，不是代替、取消“文化解释”，而是必须在承认和直面实践的多维、多层特

征，在拓展、综合多种视角上下工夫（只是在目前“文化解释”视角“一家独大”的情况下，

强调实践社会科学视角更为紧迫）。

以下不妨从实践社会科学的视角，对当前民族研究视野的转向，略作细分指向的

探讨。

第一，民族历史领域。总体来看，当代民族史的研究早已摆脱了教条化的阶级分析

法的痕迹。不过，在民族识别工作基础上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书写惯性，却仍有一定程

度的影响。费孝通曾有感于民族“历史研究不宜从一个个民族为单位入手”，而倡议从

“多元一体”视角重梳民族史。谷苞、王钟翰等人还率先以西北和宏观民族史书写为例，

形成了典范性的作品。然而，具体到一些民族（支系）、区域历史书写时，践行此种视角

的研究还是偏少。相反，民族或区域中心主义影响历史书写的情况，倒非鲜见。不少研

究者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某民族（支系）、区域历史如何古老。依笔者愚见，

若要将某民族（支系）、区域历史上溯，至少得有扎实史料作证据。要不然，倒不如抽出

一部分研究力量将历史往下延伸，研究近代（尤其是共和国）以后的，还在“活生生”影响

着民族社会实践的历史。

此外，当代民族史研究仍较多聚焦在政治史（且以中央王朝更迭作为少数民族史的

时间框架）、杰出人物史、编年体。然而，从史学方法论来说，这三点在20世纪30年代兴

起的“新史学”运动中，就被批评为传统“兰克史学”的“三大偶像”。为丰富民族历史书

写视角，当代民族史研究似乎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一些新的取向（不乏学者尝试并已

有非常好的成果面世，但总体上看仍太少），如加强政治史、杰出人物史之外的历史书

写，以区域史为突破口，将经济史、社会史、生态史、科技史、文化史乃至心态史等内容纳

入研究视野。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综合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的倡导，也尤其值

得借鉴。

第二，民族社会领域。与以往民族研究将任何问题看成“阶级问题”相比，当前民族

研究不乏矫枉过正之嫌，连社会分层也少有研究者再关注。但不管哪个民族社会，在不

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当代快速转型过程中），不同阶层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必定不同，不

宜“整体”对待。同时，当前不少研究仍执着于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方面静态描述民

族社区（尽管有不少泛泛的“社会变迁”描述），但对于民族人口流动，尤其是城镇化过程

中少数民族融入城市之类的新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度。

由此，关于民族社会领域的研究，似乎需要从三个方向加大研究力度。其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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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亲属结构、社区结构（尤其是社区权威）的当代变化，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例

如，由于传统道德舆论束缚弱化，不少地区社会精英、地方干部，在社会治理中扮演消极

角色，就是值得注意的社会实践（泛泛的“社会变迁”描述完成不了此任务）。其二，注重

研究民族人口结构变化、人口流动状况，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试想，若在特定区域，

产业结构不升级，（因生育或流入）人口却增长五成，人口、资源及人群之间焉能避免矛

盾？其三，加强对民族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社会

角色与政治倾向，以及贫富矛盾与干群矛盾、民族矛盾相互转化的过程。若精英阶层

（地方干部也如此）的地位主要靠不正当乃至非法方式获得，势必会伤害包括不同民族

在内社会的和谐，干群、贫富矛盾就有转化成民族矛盾的危险。

第三，民族经济领域。因受到教条化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冲击和影响，

当前我国民族经济领域的研究，套用、移植的现象仍比较严重。前者如，其一，对产业结

构持机械进化论的观点，工业优于农业，农业优于牧业，牧业优于渔猎，盲目追求渔业、

牧业转为农业、工业，以及定居化比例；其二，对生计方式转型、产业形态变化、经济增长

机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不太关注，盲目认为收入提高与民族社会和谐成正比例。

后者如，其一，极度关注经济增长，而不相应地关注“改革红利”分配，且忽视少数民族地

区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其二，在维持社会公正和扶贫开发问题上，要么只强调政府的责

任和能力，要么反过来只强调非政府组织（NGO）的责任和能力，缺乏对社区、官民合作

的重视；其三，要么偏重宏观统计，要么偏重农户收入问题，对微观农户生计方式的转变

与其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少。

由此，若从实践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民族经济领域的研究有几个取向值得提倡和

重视。其一，关注经济增长与关注“改革红利”分配并重；其二，关注经济增长、生计方式

转型与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农户选择变化的关系；其三，重视研究社区在扶贫开发中的

作用，以及官民合作机制，避免扶贫开发变成“垒大户”或“无政府主义”。

第四，民族政治领域。在当代现实民族问题的刺激下，以及为回击国外势力的干

扰，在所有民族问题研究中，当前民族政治领域的研究是最大程度直面实践的。在现实

对策研究和理论思考上，这一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做出重要探索。总体来看，此领域的研

究成果开始高度重视围绕国家和国家边界的民族政治研究。毋庸置疑，这是符合当代

世界形势和我国民族政治发展现实需要的。

不过，在民族政治研究中，似乎还有一个受关注相对较少，亟待补充的重要领域，那

就是城乡基层政治研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只有基层政治建设中的“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实到位，才能真正缓解干群矛盾（因此也有利于防止

干群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若一个地方的基层干部脱离群众，国家与群众的关系也就

会疏远，不利于善治。更何况，不少政治上的“两面人”对群众利益危害十分严重。对此

类民族问题，显非仅靠宏观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即可涵盖。

第五，民族宗教领域。当前民族宗教研究的学科路径主要包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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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学三种视角。三者有不少交叉之处，但前者较多地聚焦宗教与民族的关系，次者

主要把宗教当作文化现象研究，后者更多地聚焦宗教史和教义。因有三种学科路径交

叉聚焦，该领域的研究从量上看较为丰厚。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研究视野转

向，其基础理论资源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文化人类学，关于某民族（支系）、区域宗教（信

仰）仪式的文化象征或结构性分析，在相关高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学术期刊中，占

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以至有学者调侃人类学就是“找庙”）。
该领域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简单将民族宗教当

作社会和文化“落后”的标志，或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视作宗教，而将其他民

间信仰视作迷信。同时，受关注较多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或宗教组织。对作为社

会乃至政治组织的宗教，严重缺乏研究，对宗教组织的经济运营实况的研究也极其缺

乏。可是，如果以民族社会和谐为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围绕宗教而形成的社会网

络、政治动向，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收入和开支方向，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有鉴于此，民族宗教领域的研究似乎有两个方向性的工作值得重视（尽管已有部分

研究者做了杰出工作，但总体上与社会实践的数量、紧迫性需求相比，仍严重不够）。其

一，从简单意识形态分析宗教，转向作为民族社会现象的宗教研究，科学、客观地看待宗

教信仰在民族社会中的正、反功能。其二，从以宗教教义和宗教文化为核心，适度增加

关注宗教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及其经济运营实况的民族宗教研究。以上两方面，在研

究中存在深度交叉。只有切实分析后者，方能更科学、客观地透视前者。端正前者，也

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后者。

第六，方法与理论问题。将民族研究划分为以上几个领域，仅仅是为了表述方便。

而实际上，民族问题往往是民族史观、民族认同、民族社会结构、民族政治建设、民族经

济发展、民族宗教治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社会实践中民族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特征相比，目前的民族研究不乏“画地为

牢”的现象。无论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还是从研究方法、理论资源相互借鉴的状况来

看，在民族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少数民族与汉族研究之间都存在严重区隔。这样

的做法，显然十分不利于相互整合促进。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研究关系为例，少数民族地

区在“三农”问题上与汉族地区本质上有诸多共通之处，只是由于少数民族所处地理区

位、文化和社会结构有差别，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若在研究少数民族时将之当成纯

粹的“民族”问题，在研究方法、视角和理论上均不参考汉族地区“三农”研究成果，势必

在学术研究上不利于理论积累、推进，在现实上则易造成偏见。

然而，此类严重区隔的现象不仅较普遍地存在，甚至还被冠以“专业化”，显得理所

当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粗略梳理过某著名综合性

大学一百余篇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发现近七成论文的参考文献主

要是与其研究同一个民族的作品，外加少部分诸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 Ma⁃
linowski）、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著名人类学家的名著作点缀，而极少甚至完全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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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汉族研究文献。甚至于，在“现代性”与“社会结构变迁”等如此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

象讨论中，也有约两成的论文，连聚焦同一主题、同一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献

也未见参考。笔者还曾粗略梳理过某民族院校的部分博士学位论文，发现此风更盛。

至于在具体民族问题研究与民族理论研究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有此类区隔的

痕迹。无论从学术会议、著述还是人员来看，这两大研究群体间的互动明显少于各自内

部。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不管理论的发源、传播渠道如何，亦不论话语形式能否与

国际完全接轨，理论提升都必须立足和服务于中国实际，都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检

验。若撇开国家主权，无论抽象地套用社会阶段论还是文化相对论，来谈民族认同、民

族权利，在客观上无疑都与民族分离主义相差无几。从这个角度来看，具体民族问题研

究与民族理论研究不仅有必要，而且必须密切互动。

总之，方法也罢，理论也罢，总归是用来透视社会实践的。唯有将透视实践作为根

本目标，打通上述种种壁垒，将民族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域，方有利于构建和支撑

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

四、结语

如果撇开学术体制等外在因素，主要从研究本身的内在理路来看，当代民族研究明

显受到了若干重要问题的制约。长期教条化的阶级分析的制约，促使民族研究自 20世
纪 80年代开始探索视野的转向，并自 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将理论重心放在了“文化解

释”上。就纠正此前的教条而言，这次视野转向无疑有其合理性且十分有效，其话语形

式也更易与国际（文化）人类学对接。但是，它并不能涵盖民族问题的全部，尤其难以涵

盖80年代以来我国不充分、不平衡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实践。面对多维、多层、快速

而不平衡的社会转型，它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对民族研究新的制约。当代民族研究要

摆脱这种制约，必须直面不充分、不平衡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实践。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多样民族经验形态的国家。自近代起，中国跟许多亚

非拉国家一样，援引发端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反抗外来侵略，建立现代主权国

家。但是，与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在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后走向了社会主义。而

且，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中国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功转向了市场经济。这一切使

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世界普遍性的一面，又有十分特殊的一面。由此，在民族研究和政

策设置上，我们也就必须对现代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加以综合考虑。在革命年代，

反对“本本主义”，成为这种思路应用于中国实践的成功典范。时代更迭，其理相通，无

论将高度形式化的阶级分析教条化，还是将当代西方流行的理论教条，当成包治百病的

“本本”，必定都会脱离实践。

在不充分、不平衡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背景下，民族研究如何走出教条化的阶

级分析，同时又避免过度泛化“文化解释”？如上所述，实践社会科学的视角或许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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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索的方向。当然，实践社会科学的视角作为一种解决当前民族研究受制约问题

的方法论，并不能单从方法论本身形成闭合、完满的解决方案。相反，它是一系列开放

式的、方向性的方法论思考，必须结合具体议题，在具体研究中去进一步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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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can and should use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different schools to help us understand reality and advance

our conceptualizations of reality，but those theories should never be used as universal laws，as highly scientistic

mainstream Western theories have tended to be，or to universalize or idealize one-sided representations of com-

plex reality. Truth-seeking scholarship is based on precise and solid empirical research and，by selecting，dia-

loguing with，reconstructing，and improving upon existing theories，seeks to establish generalizations that

come with defined empirical boundaries and accord more with reality，and then to return once more to empiri-

cal evidence and practice to test their validity. Such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aim above all at truth-seeking and

be motivated by worthy moral values，and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crude，instrumentalist/utilitarian approach-

es or methods，or their so-called“sense of problem”so prevalent today. This i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a pro-

spective social science of practice”advocated here.

Keywords：practice/substantivism/pragmatism，prospective moral values，neoliberalism，Marxism，post-mod-

ernism

Reflections on Several Basic Problems of Ethnic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oward A Social Sci-

ence of Practice Perspective 49

Tan Tongxue

Abstract：China’s ethnic research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class analysis”and“ethnic identification”.

This has its historical reasons and has not gone fruitless. However，the method of“class analysis”，when dogma-

tized，severely restricted ethnic studies. After that，the method of“cultural interpretation”has been widely

used，not without some achievement. However，because ethnic studies rely too much on this method，they can-

not fully cover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economic，social，cultural，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on-

temporary China，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also restricted，but in a different way. In the current new era，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oriented by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a direction worth exploring for ethnic studies.

Keywords：ethnic study，class analysis，cultural interpretation，social science of practice

Rethinking the Debate between Formalism and Substantivism in Social Science：a Perspective from

New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s 63

Gao Yuan

Abstract：Taking the old debate between formalism and substantivism i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the author attempts to clarify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ormalist ideas in economics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is to establish“complete models”that aim to fully specify all the details of the models. The au-

thor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idea behind it is not to establish universal laws，but to form auxiliary cognitive

tools that can be used to inspir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empirical world. While elucidating the epistemo-

logical value of the complete- model approach，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point that its application is not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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